
AI
时
代
青
少
年
的
全
球
胜
任
力
培
养

翟
博

中国文化的温润底色
刘志松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开卷8 2026年5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刘颖 美编：孟宪东周

刊

摘自《未来

通行证：青少年

的全球胜任力》，

胡敏著，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26

年3月出版。

《诗酒精神》，朱承著，商

务印书馆2025年11月出版。

心画创立与理论发展

钱穆先生论中国文化，尝谓“中国人生
中之最高艺术，尚有远超专心一意唯务于
治国平天下之上者”。在他眼中，中国文化
最动人之处，不在制度典章的精严完备，亦
不在典籍文章的浩博灿烂，而在于一种将
人生本身艺术化的能力——在日用常行中
涵养性情，在世俗纷扰中守住心灵的清明，
在有限的生命中体认无限的意味。朱承教
授新著《诗酒精神》（商务印书馆，2025年
出版），正是对这一路径的深度哲学阐发。
该书以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涉酒诗词
为核心文本，将诗酒从文学鉴赏的层面提
升至“安身立命”的哲学高度，揭示了中国
传统士人如何在诗与酒的审美交融中，完
成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领悟。

若溯其源，《诗经》之中已见诗酒精神
的端倪。《小雅·鹿鸣》有云：“我有旨酒，以

燕乐嘉宾之心。”酒在此处，是礼乐秩序的
温情体现，是宾主相得的和谐媒介。《周南·
卷耳》则另有一番情境：“陟彼高冈，我马玄
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征人思
归，借酒遣怀，酒已与个体的忧思相系。从
礼乐之酒到遣怀之酒，中国人很早就赋予
了酒以双重品格，它既是维系人伦的礼器，
又是安顿心灵的良药。及至魏晋，饮酒更
成为士人对抗名教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
方式。到了唐代，诗酒结合臻于化境，李白
斗酒诗百篇，杜甫“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
神”，酒成了诗歌灵感的催化剂，更成了生
命境界的扩展器。朱承教授将此传统概括
为“诗酒精神”，并指出其核心在于“以诗歌
艺术的形式，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宇宙人生、
性与天道的认识，实现‘艺’与‘道’的结
合”。这一判断，将诗酒从风花雪月的边缘
拉回中国哲学的核心地带。

孔子尝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艺”从来不
是末技，而是涵养心性、体悟大道的途径。
诗与酒，正是两种相互成就的“艺”。朱承
教授在书中以李白《将进酒》为例，展现了
诗酒精神如何承载流动不居的世界观、物
来顺应的人生观和绝圣弃智的价值观。“君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开篇即以浩瀚时空为背景，将个体生命的
短暂置于宇宙的永恒流转之中。然而李白
并未因此陷入虚无，而是以“天生我材必有
用”的豪迈宣言，在有限性中确认无限的价
值。酒在此刻，成为对抗世俗功利评判的
武器，是诗人宣告精神独立、寄托济世壮志
的载体。“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
醒”的呐喊，实则是以醉境为舟，渡向一个
超越物质羁绊、与大道合一的精神自由之
域。这种解读，将李白的诗酒从文学的浪
漫主义提升至哲学的本体论高度，揭示了
其作为“大道之行”追求者的深刻面向。

如果说李白的诗酒是向外喷薄的生命
力，那么苏轼的诗酒则更多了一份向内收
敛的圆融智慧。朱承教授以“放达型儒者”
这一精当概念重新诠释了东坡。东坡一生
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人

伦之道，也没有沉沦于醉生梦死。他在黄州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醉饱高眠真事
业”，在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这不是消极
的隐逸，而是以出世的精神慨然领受现世的
苦难与美好。朱承教授指出，苏轼在诗酒中
消遣胸怀、放逐心志，“以醉眠高饱消解人生
无奈与仕途落寞，但他毕竟也依然还是世间
中人”。这种“出世间而即世间”的人生智慧，
正是儒家“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生动
体现——无论身处何境，皆能自得其乐、泰然
处之。诗酒之于苏轼，是他在困顿中保持心
灵澄明的法门，是在功名利禄之外开辟的精
神回旋之地。

及至南宋，辛弃疾的诗酒情怀浸染了更
为浓烈的时代悲慨。稼轩一生以恢复中原为
志，却屡遭排挤，壮志难酬。他的酒，常常是
“醉里挑灯看剑”的孤愤，是“把吴钩看了，栏
杆拍遍”的无奈。然而朱承教授指出，即便在
如此深重的忧患中，辛弃疾的诗酒亦未曾滑
向绝望的深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物我相悦；“一尊搔首东窗里，想

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古今神交。诗
酒对于辛弃疾而言，不仅是宣泄块垒的出口，
更是连接历史、寻求精神共鸣的桥梁。他将
自己的个体命运纳入一个更为悠远的历史意
识之中，从而在现实的挫败之外，寻得一份精
神上的归属与慰藉。这种“诗酒中的历史意
识”，使得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千载之下的士人
精神血脉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超越时空的
意义世界。

综观李白、苏轼、辛弃疾的诗酒人生，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智
慧，它既不主张逃离人世、否定现世，也不主
张放纵欲望、沉湎享乐；它是在承认人生有
限、世事无常的前提下，依然热爱生活、珍视
当下、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钱穆先生
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曾言：“中国文化之最高
理想，是要使人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艺
术的、道德的人生。”诗酒精神，正是这种理想
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它不是西方的酒
神狂欢——那种以非理性的迷狂来消解个
体、回归原始混沌的力量；它是中国文化特有
的理性节制与情感升华的和谐统一，是在清
醒与沉醉之间保持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当今社会，物质丰盈而精神困顿，“内卷”
与“躺平”成为流行语，人们或汲汲于功名，或
倦怠于世事，少有从容自得之时。重读中国
传统诗酒精神，并非鼓励纵酒消沉，而是希望
从中汲取一种生活智慧：如何在世俗的纷扰
中保持心灵的清明，如何在功利的追逐中不
失生命的温度。朱承教授在代序中提出“得
意忘酒”的命题——诗酒的真义不在酒本身，
而在其所引发的精神境界。若能达到心境的
自由与从容，杯酒可也，清茶亦可也，甚至白
水亦无不可。关键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
是否有一种“诗意栖居”的能力。这恰是《诗
酒精神》一书给予当代读者最珍贵的启示，诗
酒之真义，不在盛宴华章，而在日常之“自
觉”——那是一种于平凡中体认天理、安顿身
心的能力。杯酒虽微，可映天心；诗行虽短，
能通古今。这正是中国文化最温润、最动人
的底色。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球胜任力是青少年面向未
来的核心素养，是AI（人工智能）
时代的必备能力。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在《PISA 全球胜任力框
架》中定义：全球胜任力是个体能
够分析当地、全球与跨文化议题，
理解并欣赏他人视角与世界观，
与不同文化背景者开放、得体、有
效互动，并为集体福祉与可持续
发展采取负责任行动的综合能
力。青少年的全球胜任力培养，
对于提升跨文化适应力、沟通力
与合作力，增强未来职场与国际
交往竞争力，塑造开放、包容、理
性的思维，提升问题解决与创新
能力，树立全球意识，明确个人在
世界中的责任与价值具有重要作
用；对于培养参与全球治理、讲好
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人才，助力国
家开放发展、国际合作与文化交
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
对人类共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未来适应全球化、数字化、
AI化的时代趋势，培养青少年的
全球胜任力对于培养未来人才的
基础素养，弥合文化隔阂、信息鸿
沟，促进全球文明互鉴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胡敏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前
沿教育发展研究，注重把国际教
育发展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是一位
具有崇高教育情怀的教育学者与
教育实践者，也是国内较早关注
和研究全球胜任力培养教育的学
者。他立足全球共识与中国实
际，深入研究全球胜任力的理论、
模式和框架，总结中国教育教学
实践，于2019年提出了“新航道全球胜任力模型”，并
出版了专著《全球胜任力：面向未来的青少年核心素
养》。而本书则是作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升华
和实践提升。全球胜任力是智能时代的全球教育共
识，本书立足人工智能时代的爆发式发展及其对社会
变革的巨大影响，探讨教育如何回应时代变革，助力孩
子们在高度互联互通的人工智能时代学得更好，生活
得更幸福。

本书关于青少年的全球胜任力培养体现了如下特
点。一是价值性。回答了全球胜任力是AI无法取代
的核心竞争力。强调素养融合而非单一技能，整合知
识、技能、态度、价值观，贯穿语言、人文、社科、科学等
多学科，强调认知、情感、行为协同发展。二是理论
性。从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四个维度，解析全球
胜任力的结构与内涵，构建了具有中国智慧的全球胜
任力模型。三是方法性。APPB学习法（基于活动、项
目、问题的学习法）帮助青少年成为真实世界的主动修
行者，开展探究性学习，构建未来学习的行动图景。四
是实践性。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探索全球胜任
力的实践方法，构建全球胜任力共同学习体，解释了全
球胜任力的发展路径。

随着数字化、数智化和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人工智
能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
学习方式，将对教育改革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
远影响。教育数字化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引
擎，人工智能正在推进教育的全新变革。

全球胜任力是青少年面向未来全球化、数字化AI
化的核心素养，其培养过程需学校主导、家庭社会协
同、个人主动赋能。AI时代青少年全球胜任力的培养
路径与核心素养提升行动，必须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知行合一。AI时代更要以技术为工具、以素养为内
核，分学段循序渐进，让青少年成为有视野、能共情、有
担当、会行动的全球公民，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个人
协同发力。

第一，学校教育要发挥主阵地作用。重构课程体
系，开设全球视野、跨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等专项课
程，推动学科融合，在语文、历史、地理、科学中融入全
球议题。创新教学方式，组织跨文化对话、线上国际交
流、全球课题协作，推动中外师生互访、短期交换、联合
研学。培训教师全球素养与跨文化教学能力，打造多
元文化校园环境，建立全球胜任力评价体系，关注学生
学习过程与能力成长。

第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育。家庭引导，鼓励
阅读国际新闻、多元文化读物，培养开放、包容、尊重差
异的家庭氛围。社会支持，博物馆、科技馆、国际组织
提供全球议题教育资源，开展青少年全球行动项目、实
习与实践。

第三，个人成长主动赋能。主动关注全球新闻、
学习外语、了解不同文化，积极参与线上国际社群、
全球课题、公益行动。培养批判性思维，面对AI生
成的全球议题信息，主动验证来源，辨别信息中的
偏见与错误，不盲目采信。提升文化判断力，借助
AI了解多元文化的同时，坚守中国文化立场。提升
人机协作能力，明确AI是一种工具，重点提升自身
的共情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用AI放大自
身优势。
（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基础教育》总编辑）

唐代心画的初创

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就是
从写实到心画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心画产
生、发展和壮大的历程。

唐代，一方面，写实性绘画得到了巨大
的发展。另一方面，心画产生了。

王维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书法家，而且是
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对中国绘画有许多划时
代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心画的初创。

在王维的绘画作品中，有一幅《袁安卧
雪图》。袁安，东汉汝阳人，年轻时曾经住在
洛阳，家中贫困。有一年下大雪，洛阳县令
巡视，到了袁安家门前，看见没有脚印，就叫
人进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结果，看到
袁安躺在床上，没有饭吃。洛阳县令就问他
为什么不求人帮助，袁安说，下大雪，不适合
求人。洛阳县令深受感动，举荐为孝廉。后
来，袁安当了大官。王维在这幅画上表现的
是大雪天洛阳县令去看望袁安的情景，这本
来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王维在这幅画
上，在漫天大雪中，画了一棵翠绿的芭蕉。

大家知道，雪与芭蕉是不相容的。冬
天有大雪而无芭蕉；夏天有芭蕉而无大
雪。所谓“雪中芭蕉”，在生活中是不存在
的。那么，在艺术中，“雪中芭蕉”是允许的
还是不允许的？

有人说：“雪里芭蕉失寒暑。”就是说，绘
画中出现雪里芭蕉，就是由于没有对寒暑作
出正确的表现。在艺术中，是不允许的。

宋人朱翌说，有人反对雪里芭蕉，实在
是少见多怪。南方岭南，在大雪之时，“芭
蕉自若”。清人邵梅臣也说，客居沅州时，
亲眼所见，雪里芭蕉，“鲜翠如四五月”。

对于这种观点，又有人提出了反驳：袁
安卧雪的故事发生在洛阳，不在岭南，不在
沅州。谁见过洛阳大雪中的芭蕉呢？张彦
远说：“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
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不仅赞同王
维的做法，而且给出了“造理入神，迥得天
意”的崇高的评价。他写道：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
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
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
其人……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
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
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此说有理，王维难道不知道洛阳雪中
不可能有绿色的芭蕉吗？但是，绘画不是
对自然的分毫不差的摹写，而要“造理入
神”，就是要创造一个道理，说明绘画是心
灵的表现。

那么，雪中芭蕉表现了怎样的心灵
呢？雪是白的，芭蕉是青的。“雪中芭蕉”真

实地表现了袁安“清白”的灵魂。因此，王
维的“雪中芭蕉”，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幅作品标志着
心画的初创。
“雪中芭蕉”是徐渭非常喜爱的题材，

他创作了多幅“雪中芭蕉”的绘画作品。明
代徐渭的《梅花蕉叶图》，左面湖石一块，笔
墨粗犷，浑厚苍润。芭蕉叶已经破败，将要
枯烂。在石后隐隐可见梅竹，笔墨谨细，与
粗犷的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有一个
问题，芭蕉在秋后枯萎，而梅花在寒冬开
放。就像徐渭画中所表现的情景是根本不
会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徐渭要这样画
呢？就是为了表现心灵。徐渭清楚地说：
“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然，徐渭用
自己的作品证实表现心灵绘画的存在。为
了说明这个道理，徐渭写道：

芭蕉雪中尽，那得配梅花？
吾取青和白，霜毫染素麻。
徐渭《牡丹蕉石图》中，题识数则，其中

一则说：“画已，浮白者五，醉矣，狂歌竹枝
一阕，赘书其左。牡丹雪里开亲见，芭蕉雪
里王维擅。霜兔毫尖一小儿，凭渠摆拨春
风面。”

这样，绘画就有两种：
第一种，生活引起画家欢快或忧郁的

情感；画家在作品中，用生活的本来面貌，
表达自己欢快或忧郁的情感，就叫作写实
绘画。

第二种，生活引起画家欢快或忧郁的
情感；画家在作品中，不用生活的本来面
貌，用雪中芭蕉，或者用梅兰竹菊，表达自
己欢快或忧郁的情感，就叫作心画。

写实性绘画与心画，二者的界限不在
于是否表现心灵，也不在于对物象的表现
是工笔还是写意，二者的界限在于：写实性
绘画是用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心灵；心画
是不用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心灵。

心画的产生，是绘画的巨大进步，因为
绘画的本质就是心灵的表现。

心画产生之后，写实性绘画也并没有
戛然而止。从唐代开始，心画与写实性绘
画都在前进发展。

宋代心画理论的创立

宋代是中国写实主义绘画发展达到高
峰的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赵佶
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就是写实主义绘
画发展到高峰的标志。就在写实绘画达到
高峰的同时，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
中提出了“画乃心印”的理论。可以说，宋
代既是写实主义绘画发展的高峰，又是由
写实走向心画的转折。

郭若虚说，绘画“且如世之相押字之

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
合，是之谓印。”绘画既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又
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表现。

艺术的本质，乃是心印。
苏轼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书法家，而

且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理论家。苏轼绘画理论
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奠定了心画的理论基
础。如果说，王维的不朽功绩是创作了心画
作品，那么，苏轼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为心画奠
定了理论基础。

苏轼认为，绘画不是自然的反映，而是心
灵的表现。那么，苏轼所说的艺术家的心灵
与顾恺之所说的“神”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
过，顾恺之“以形写神”中的“神”，是艺术家所
表现的客观事物的“神”，而不是艺术的主观
心灵的“神”。因此，顾恺之所说的“以形写
神”实质上就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写实，就是
“神形兼备”的写实。但是，苏轼所说的“心
灵”，就是艺术家主观的“神”。这是顾恺之之
后最重大的理论变化，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
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苏轼说，文同的墨竹就是他人格的表

现。“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
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
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苏轼自己的《枯木
怪石图》，也是苏轼人格的表现，正如米芾所
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
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苏轼绘画
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拘古法，直抒胸臆，意趣
高迈，画如其人。

苏轼认为，艺术的真实，不是绘画与客观
世界形貌的相似，而是心灵的真实表现。有
一次，苏轼画竹，案上无墨，就用朱笔画竹。
有人问道，世上有朱竹吗？苏轼反问道：世上
有墨竹吗？墨竹也好，朱竹也好，关键是对心
灵的表现。表现心灵，就是艺术的真实；不表
现心灵，就没有艺术的真实。

苏轼要求画家表现主观的“神”，就必然
批判“专以形似”的理论。他说，“论画以形
似，见于儿童邻”，就是说，以形似要求绘画，
就是儿童的水平。不仅如此，苏轼正面提出
“不求形似”的理论。所有这些，为文人画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意义重大。

但是，苏轼的理论，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
盾：他一方面批判“专以形似”的理论；另一方
面却以“形似”作为艺术批评的标准。他对离
开形似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东坡
志林》中写道：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
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
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
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
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
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苏轼批评黄筌关于飞鸟的绘画，写道：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

则缩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
苏轼的理论矛盾，实际上是北宋绘画矛

盾的反映。在北宋的绘画中，既有写实，又有
心画，只不过写实是主流，心画是支流罢了。
明代董其昌看到了苏轼理论中的这个矛盾。
他说：
“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余曰：“此宋

画也。”“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余曰：“此
元画也。”

苏轼一方面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
邻”，批判形似；另一方面又坚持形似，作为艺
术批评的标准，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致
使所谓心画，并没有在艺术作品上得到普遍
的体现。这个矛盾，一直到了元朝，才得到解
决，心画才成为绘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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